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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祭孔活动是儒家文化的关键内容，也是维护中国社会稳定的重要礼仪之一。但这种稳定的文化

活动却在清末民初的现代性诉求过程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这既包括传统士大夫在变革的时局中对祭

孔活动采取的存与弃的选择，完成重构儒家认同的努力；也包括西方基督教对传统祭孔礼仪所采取的进与退

的不同策略，实现以耶稣取代孔子的文化侵染目的；还包括地方乡绅在民间信仰破裂后对祭孔活动的取与舍

的态度与行为，做到伦理实势权力对上层实权权力的变通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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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近代的思想与文化表现为一种“后发型”特
点，即在其追寻现代化的步伐中往往存在两种悖反
的文化企图：一是要与传统断裂以求新异，二是要与
自身断裂以求稳定。因此，在这种纠结交融的过程
中，传统儒家文化的观念体系与礼仪内涵出现了全
方位的变革，而祭孔活动作为儒家文化的关键所在
尤显重要。毕竟祭孔礼仪在大变革的时局下不仅需
要自身调节，同时还伴有外来军事与宗教强势浸染
的西化式改革，以及祭孔文化体系面临解体而产生
的民众信仰和认同危机。
一、“常”与“变”———孔教会与祭孔活动
“常”与“变”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两条主线。就文

化观念而言，“常”的维持是为了社会习俗的稳定与
政治统治需要，“变”的后果则是解构了制度化的儒
家文化。具体以祭孔活动为例，其沉浮变迁直接导
致了儒家与权力结盟的解体以及价值体系的崩溃，
而面对这种变局所带来的社会危机与认同危机，当
时的社会组织孔教会开始了重建儒家认同的努力，
以西方宗教的教义与形式来完成儒学现代转型的

“变”，以此实现传统儒学的“常”态政治企图。
孔教会是民国时期出现的一个以维护孔子权

威，立孔子为教主的宗教团体，在当时变动的时局中
产生了相当大的社会影响。它的产生与康有为有着
直接的关系，是康有为在香港接触基督教后，希望创
立一个“中国式基督教”———孔教的梦想产物。１８９１
年、１８９６年，康有为先后完成了《新学伪经考》和《孔
子改制考》两部论著，轰动思想界的同时也产生了相
当广泛的社会基础；１８９８年，康有为递交奏折给总
理衙门，强调“陈请废八股及开孔教会，以衍圣公为
会长，听天下人入会，令天主、耶稣教各立会长与议
定教律……。并进呈孔子改制考，请听沿边口岸准
用孔子纪年，附呈列国岁计政要，疏留中”［１］２８７。应
该说，这是康有为早期创教思想酝酿成熟后开始具
体实施的第一步，是他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一个文
化砝码。一方面，创建孔教会可以有组织地笼络传
统士大夫，以期实现儒家教化的政治目的；另一方
面，按照基督教中的耶稣形象来改造孔子，以期通过
建立孔教会来处理令朝廷感到棘手的教案问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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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如此，康有为在游历海外期间，就曾组建以“保种
保教”为目的的学会组织，在南洋发起较大规模的祭
孔活动以树孔子权威［２］４０１。所以，数年后在他回忆
祭孔活动时说：“乃年来孔子之祀，尊孔大会，创发于
海外，波靡于美亚，风发响应，雾沓鳞萃，岁月有加，

增华滋盛。”［３］４６２－４６３概而言之，清末康有为的尊孔、祭
孔活动往往发端于海外，而且在辛亥之前没有对国
内产生太大的影响，响应者甚少。
辛亥革命终结了传承几千年的封建帝制，然而

革命之后所引发的混乱局势也是巨大的。康有为的
学生陈焕章对当时的迹象就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并直

指原因，“革命后之政治，其腐败乃从古所未有。废
孔教之所致也……。孔教既废则人之道德心尽亡，
故其竞争于政治也，并不见义务，而只见权利”。正
是基于这种认识，他接着提出了以孔教重建国民道
德挽救国民信仰危机的主张。“就中国今日之政治，

宜何道从之？曰道德人类之不可须臾离也。若政治
以权利为标帜，则其需道德尤甚。救政治之病，曰道
德而已。”［４］而此时康有为在给朋友的信中也主张开
展祭孔活动以创孔教会，以此解决这种动荡的社会。

在他看来，“今以人必饮食男女，则已为儒而非释。
人必尊祖敬宗，则已为孔而非耶。以此语人，计必易
人”［５］３６９。对孔子的敬祭已经远远不如对祖宗的敬
祭，这是康有为信中所说的“近者大变，礼俗沦亡，教
化扫地”的最直接表现。正是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下，
康有为决定建立孔教会，不仅为发扬儒学、稳定民
心，更为实现自己昔日的政治夙愿，以求实现“升平、

太平、大同”的理想。

１９１２年１０月７日（孔子诞辰日），康有为授权
陈焕章在上海成立孔教会，随后接受会长一职。他
在回复的电文中再次指出废祭孔子的严重后果，“去
岁夏，际亘古未有之变，俎豆废祀，弦诵绝声，大惊深
忧”［６］，忧心忡忡的心情跃然纸上。而陈焕章在《孔
教会序》中也说：“焕章目击时事，忧从中来，惧大教
之将亡而中国之不保也。……创立孔教会，以讲习
学问为体，以救济社会为用，仿白鹿之学规、守兰田
之乡约，宗祀孔子以配上帝。”［７］在他们看来，孔教会
的成立是应时而生，将孔子作为教主，需要为其增加
“神道”的色彩，故祭悼孔子也如西方宗教敬仰上帝
一般，这必然可以挽救人心，维持国运。不仅如此，

陈焕章还将祭孔与祭天、祭祖并举，因为“天”作为一
种神秘存在成为孔教徒祭祀的对象，孔教也就理所
当然地由“人教”转化成“神教”。所以，“祀天”“祀

圣”与“祀祖”就成了当时孔教会活动的“三本”［７］。

为了将这种神圣色彩更加神秘化，陈焕章又主张“祀
天以孔子配”，认为“祭莫大于祀天，祀天而以孔子
配，则吾之所以报天报圣者，胥在于是”［８］。基于上
述认识，孔教会为凝聚人心，更是在１９１３年呈请教
育部准备在国子监举行“丁祭祀孔”活动，强调“凡诚
心尊孔者，皆可与祭，以表共同信仰之诚，以明莫不
尊亲之义”［９］。而为了收到良好的效果，在举行丁祭
之前，孔教会事先向社会各界发出了举行丁祭孔子
的信息，称只要“人心不死”，丁祭当“不废”，所以希
望社会各界能够“恭诣国学行丁祭礼，凡我国民，共
享斯盛”［１０］。可以说，孔教会之所以这么强调祭孔
礼仪的重要性，就是要将孔子塑造成“天之圣人”，将
孔子神圣化，从而维持儒学的常态传统地位，更要发
挥政教统一的现实时代意义。

将孔教与国教地位对等，并举办尊孔祭孔的全
国性活动，这是孔教会在当时收获人心的大事情。
来自中央教育会、参众议员及各地方教育会部分人
士纷纷响应这个开展国教运动的提议，如张东荪公
开撰文阐释自己的孔教观，认为“孔教确为宗教，
……孔教所诠乃中国独有之文明，数千年之结晶，已
自然的为国教矣！”基于这种认识，他高度赞扬陈焕
章发起孔教会的作用“一则欲以宗教挽回人心，二则
欲以保存东方固有之文明”［１１］。不仅如此，日本人
有贺长雄亦在中日文化对比的视野中阐发自己对孔

教的理解，认为孔教“尊祖祀天……是故伦理者乃中
国文明之精华……其浸润于国民意识至深，其支配
国民精神之力极大。……由国家公认而保护之，且
于宪法特著明文，以此为国家风教之大本”［１２］。甚
至各省军政、行政长官都通电支持孔教会的请愿。

这其中以张勋、阎锡山等军阀言论最具代表，张勋在
袁世凯做总统后上书直言：“今因废帝制，并欲废伦
纪，因废伦纪，并欲废昌此学术之孔子，忘本逐
末。”［１３］为定孔教为国教，他屡屡上书，成为国教的
坚决拥护者。阎锡山亦上书袁世凯陈言定孔教为国
教的重要性，“仰体天道，俯察民情，唯有以孔教为国
教一条……编入宪典，使喁喁望知之苍生，咸知趋向
之所在，风声所树”。除此之外，他还详细拟定了祭
孔典礼方案以供袁世凯实施：一、丘、常雩、祈毂三大
祀，请以孔子配天。二、举行春秋之祀。三、孔子祀
典请列入大祀。四、跪拜之礼请照旧遵行。五、民国
正式国会成立，请大总统遣官诣阙里祭告。六、请大
总统亲诣京师孔庙上丁致祭，并速诣太学行释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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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定人心［１４］。为了巩固袁世凯大总统的成果，这套
对孔子的祭典很大程度上仿效了古代帝王祭孔仪

式，同时又增加了很多诸如总统、国会等现代的因素
在其中，虽然当时袁世凯率文武百官行“三叩九拜”

祭孔大礼成为历史潮流的闹剧，但在从祭孔文化承
接的角度来看，也可看作是中国近代社会一次“安稳
民心”的现代祭孔形式尝试。

张勋复辟失败后，康有为受到牵连，孔教会便由
他的学生陈焕章接手管理。此时孔教会开始了低调
发展时期，并将重心移到北京，以《经世报》作为机关
要刊。陈焕章除了延续并巩固以往的孔教成果外，

更根据时事发展需要增加了很多新变化。他以议员
身份积极参加国会的参议院会议；筹建“孔圣堂”使
其成为具有现代宗教意味的孔教总会堂；开办孔教
大学，仿效现代教会学校的形式广泛传播孔教；采用
登广告、发文章、派遣人员到美洲宣传孔教拉赞助等
现代方式，以此继续扩大孔教影响力；发起声势浩大
的募捐活动，用以回笼资金，不断巩固和扩大孔教会
的基业；破除传统礼俗，吸引大量女子入孔教，培养
其成为最稳定的中坚力量；“五四”过后，孔教入教人
员趋向社会下层，注重了群众基础。事实上，此时期
的孔教会出现了诸多的新变化，于前期注重政治结
合相比较，这一时段则更加注重一种文化的宣扬，虽
声望没有以前响亮，但对维护社会与民心的稳定有
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后随着北伐革命军的胜利以及
新组建的南京国民政府，其政令、教令的统一对孔教
会产生了致命的打击。首先，以孔子纪念新样式取
代了传统祭孔仪礼。早在民国初创时，政府就已明
确地废除传统的春秋祭孔礼及跪拜礼，但孔教会诸
人却一直实行祭孔跪拜礼，北洋政府在袁世凯称帝
时更注重这种祭孔礼仪的隆重性。但到南京国民政
府初建，不仅将春秋祭孔旧典一律废除，还以新式的
鞠躬礼取代跪拜礼纪念孔子，这在祭孔礼仪的虔诚
宗教信仰上对孔教会成员的情感与心理打击甚大。

其次，随着地方官方对守旧势力的强硬，民间祭孔活
动受到官方的直接压迫，致使社会上纪念孔子的方
式趋于统一，采用国民政府规定的孔子诞辰纪念为
统一的民间社会祭孔形式［１５］５３０。再次，祭孔场所孔
庙作为一种财产收归政府所有，在国家意识形态的
控制之下，孔教会祭孔活动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谷。

最后，政府对教育的控制加强，公办学校渐渐取代传
统私塾，因此，祭孔读经的私塾教育活动也慢慢退出
了历史舞台。

可以说，通过以上种种求“变”的措施，的确打破
了孔教的“常”规仪式，南京国民政府牢牢地掌握了
尊孔、祭祀礼仪与活动，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孔教会的
活动空间，当时有复函说，“自本党（指国民党，引注）

北伐成功后，该会（指孔教会，引注）已无形解体，总
会既经消散，各地更无支分会之组织”。这种官方复
函虽说得有些夸张，但却不能不说明曾经轰动各界
的孔教会在当时的高压意识形态下存在着严重的生

存危机。虽然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国民政府掀起
了新一轮的祭孔活动，并于１９３４年８月２７日（国民
党定孔子诞辰日）举行了全国性的孔子诞辰纪念，时
中央要员汪精卫、戴传贤等人先后发表讲演，为残存
各地的孔教会成员带来一丝希望，但这种国家政党
式的祭孔体系与孔教信仰存在难以跨越的鸿沟。所
以，在多重的压力下孔教会已名存实亡，慢慢消逝在
中国大陆的历史舞台中。

二、“退”与“进”———基督传教士与祭孔礼仪
祭孔活动是中国仪礼中的关键所在，也是中国

人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播宗
教文化，必须面对的是具有稳定结构的儒家文化及
其生活习俗，这其中一个不可跨越的隔界便是祭孔
活动。因此，如何看待耶稣与孔子这两个标杆式人
物，就成了中西文化交锋的关键所在，而传教士对中
国祭孔礼仪的复杂态度就可算是观察这场“无声战
争”的晴雨表。西方传教士们往往审时度势，采用了
不同的进退策略进行传教：从最初“不破不立”的宽
容态度到中期的“礼仪之争”再到后期强势的“破旧
立新”。这种不同取向的背后闪耀着西方思想界对
中国文化的清晰认识，但更暴露出他们“文化传播”

幌子下，打击一切“异端”宗教，拯救一切非基督教徒
并皈依上帝的文化侵蚀目的。

明清之际，中国尚处于国力强盛时期，以利玛窦
为代表的耶稣会① 传教士对祭孔习俗采取宽容态

度，允许中国的教徒继续祭孔祀祖活动。在他看来，

祭孔仪式只要不掺入祈求、崇拜等迷信成分，本质上
就不存在违背天主教义的可能。这样，对西方宗教
文化的介绍与对儒家文化的解读，成为传教士沟通
基督教与儒学二者之间的桥梁。而且，从西方宗教
发展的特点来看，这种 “合儒、补儒、益儒和超
儒”［１６］１０８０的传教策略也是西方宗教信仰的一种体
现。毕竟，信仰自由是西方残酷的宗教战争之后痛
定思痛的经验产物，同时也是中世纪以来的现代政
治实践与宗教观念的体现。这一点在英、法等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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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家那里有着深刻的认识。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
说：“如果一个国家有自由接受或拒绝一种新的宗教
的话，它就应该拒绝它在国内设教；如果它已经在国
内设教的话，就应该容忍它。”［１７］１６６－１６７另一位法国思
想家卢梭则指出，关于宗教，每个人都有自己所喜欢
的意见，主权者不能过问。他说：“现在既然已不再
有，而且也不可能再有排他性的国家宗教，所以我们
就应该宽容一切能够宽容其他宗教的宗教，只要他
们的教条一点都不违反公民的义务。”［１８］１８０可以说，

此时期的文化交锋是在一种“求同存异”的思维模式
下发生的，利玛窦向当时的西方教堂传达了这样的
信息：中国人“不向孔子祷告，也不请求他降福或希
望他帮助。他们崇敬他的那种方式，正如前述的他
们尊敬祖先一样”［１９］１０３。孔庙祭悼活动在利玛窦等
传教士看来并不是基督教意义上的宗教仪式。
对祭孔等儒家礼仪的容忍显然不是西方传教士

一以贯之的策略。１６１０年利玛窦去世后，其继承者
龙华民便引发了一场世界性的热门话题———“礼仪
之争”。百余年里，争论事态逐渐扩大，并引发了罗
马教皇和中国皇帝的最终定夺。１７０４年，教皇发布
禁止中国教徒参加祭孔传统仪式的命令，这种极端
作法触怒了康熙皇帝，导致清政府禁教并驱逐传教
士的严重后果，由此中断了由利玛窦等人开辟的西
教东传的文化交往之路。这种结果促使了清政府采
取更为严重的闭关锁国政策，而这也带来了西方宗
教界与思想界的集体反思。１７００年，法国学者圣西
门在他的《论文集》中说：“中国有关信仰孔夫子和祖
先的礼仪之争开始大肆渲染起来。耶稣会允许新入
教者这样做，而外国教会又禁止他们这样做。这一
争论对整个历史产生了可怕的后果。”［２０］在这百多
年后，诸多思想家如孟德斯鸠、伏尔泰、康德、赫尔
德、谢林、黑格尔等人，都积极关注这场争论，如德国
民族文学传统的开创者赫尔德就说：“耶稣教士们当
初以艰苦卓绝的努力开创的宏伟事业，后来却断送
于一场微不足道的风波。此番争吵，涉及的不过只
是礼仪的问题。……祭祀该民族最伟大的先师孔子
（我们称之为‘孔夫子’）和祖宗原本是中国人相因成
习的风俗，然而人们却要求他们将祭祀的方式部分
废止，部分改变。”［２１］９８可以说，这次“礼仪之争”不仅
是西方内部对华传教不同策略方法的一次大检讨，
同时也为他们深入了解中国文化提供了重要契机。

带着对基督教泛化的“救世”责任以及对中国儒
学文化了解颇深的自信，１８４０年以后，传教士在坚

船利炮与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下再次卷土重来，这一
次在清皇室日益衰微的时局下面对中国的祭孔活

动，大多数传教士提出了更为明晰的“扬耶稣抑孔
子”式强硬的传教策略。在耶稣与孔子这场跨越地
域与时间的对话中，“基督教在华宣教事业与儒学之
间以激烈的冲突为主。……很难将孔子与耶稣混为
一谈，要么孔子，要么耶稣，二者必居其一”［２２］７３。并
且，西方侵略者在与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明
确提出“设教传义及受法律保护”的主张。１８４４年，
中美《望厦条约》第十七款明确规定：美人可在贸易
港口租地“设立医馆、礼拜堂及殡葬之处”［２３］５４。同
年９月１３日的中法《黄浦条约》第二十二款提出：允
许法国人在通商口岸“建造礼拜堂、医人院、周急院、
学房、坟地”，如果中国人将法国人的教堂等地毁坏，
“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２３］６２。随后的《天津条约》
《北京条约》等更是明确的规定了传教士在中国的自
由性与教民接受教义的“排他性”。这些条约的目的
就是确立基督教传教的合法化，取得耶稣与孔子的
对等甚至取而代之的地位。到１８７７年，基督教在华
传教士第一次大会上，赞成祭孔的传教士很少；１８９０
年第二次传教士会议，祭孔礼仪再次处于争论的浪
尖上。这其中，德国传教士花之安曾明确表示：“祀
典虽繁，惟祀上帝为得其正，故祀上帝外，诸祀皆可
废也。……人能循理以祀上帝，便可与上帝相通，何
必多建庙堂，设立偶像，四时致祭乎？”［２４］９７－９８安保罗
撰文《救世教成全儒教说》，阐释耶稣取代孔子的观
点，“儒教孔子，人也；耶稣，上帝之子也。救世教之
真光迥异于儒学之上。……当今之时，孔子若再生
于中国，必愿为耶稣之徒也”［２５］。范祎《论儒学与基
督教之分》一文中，更是否定了“合儒补儒”的传教策
略，公开表明耶儒二学犹如清浊之水一般难以相容，

要用耶稣的净水来漂洗孔学的尘污，“耶稣自耶稣，

孔子自孔子，儒教自儒教，救世教自救世教，出此入
彼，如风牛马之不相及也。不明此教之何以劣，彼教
之何以优，谁能弃二千数百年之旧染，而恃一盆之
水，以洗净之乎”［２６］。可以说，此时期的传教策略仍
可看作是明末清初“礼仪之争”的延续，只不过是锋
芒显露在传教士这边，其激烈的“挺耶抗孔”策略占
据了绝对的话语权。但有一个现象仍需注意，即在
大多数反对的声音背后也有宽容的声音存在，如

１８９８年清政府制定的《京师大学堂条规》中规定：
“崇敬先师，于学堂正厅安奉至圣先师孔子牌位。春
秋丁祭，管学大臣、汉总教习、总办、提调、分教习、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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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诸员率各堂学生致祭，行三跪九叩礼。”［２７］４４９这
个条规引来了林乐知、花之安等传教士的强烈不满，

但同时也得到丁韪良、李佳白、卫礼贤等传教士的理
解。翌年，在京师大学堂开学典礼上，保全京师大学
堂的头号功臣孙家鼐为照顾外国传教士的耶稣信仰

习惯，主动同意他们不必参加祭孔典礼。但丁韪良
和其他外传教士却一起自愿地向孔子灵位脱帽鞠躬

致礼。１９０３年，丁韪良仍认为祭孔“形式上带有东
方共有的夸张，但决不包含任何（基督教）禁止的成
分”［２８］２６８。可以说，传教士对中国祭孔礼仪的分歧
态度，恰恰说明了他们在中国传教的两难选择：其
一，如果继续利玛窦采取的“补儒合儒”式传教方式，

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基督教在华的主动权，过分
依附或迁就儒学及其礼仪，最终可能变成一种带有
“中国文化特色”的基督教信仰；其二，如果与儒学礼
仪正面冲突，带来的结果将是自上层士大夫到下层
乡绅的“全民”性的文化反抗，这绝对不是传教士希
望看到的局面。因此，这种尴尬的传教策略选择可
以看作是中西文化艰难交融的直接体现，但是在晚
清以来的大变局中，文化的传播却往往在一定程度
上成为政治统治与军事侵略的“附带品”，而且取缔
祭孔礼仪并确定基督教在中国的主要地位始终是西

方传教士的最终要求，其目的正是要通过反对祭孔、

改变礼仪习俗来淡化直至消除中国民众对儒学的尊

崇之心，从而实现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畅通无阻，完
成基督教在世界范围内传教的“纯洁性”。

这场文化交锋一直延续到１９３９年，当时的西方
教廷发出这样的禁令：第一，由于中国国民政府申明
无意发表宗教性的命令，因此尊孔仪式不含宗教意
义；第二，不应禁止天主教学校悬挂孔子肖像；第三，

如果信教师生被迫参加公共礼仪，可以用消极态度
参加；第四，可以在亡者和亡者的肖像前行鞠躬或其
他民间性敬礼［２９］１７６。这可以算是晚清以来西方传
教士对中国祭孔礼仪的最终态度，在传教策略的取
舍纠结中选择一种交融的折衷方式进行传教。

三、“取”与“舍”———地方乡绅与祭孔活动
乡绅②是活跃在底层社会中的一个特殊阶层，

位居“四民”之首。他们不仅具有王朝政府给予的各
种特权，同时还可以凭借自身的文化优势建立起对
广大乡民的有效控制。费孝通在《中国绅士》中深入
阐释了乡绅所特有的社会权威。在他看来，“社会权
威是建立在个人一致和共同理解的基础之上的社会

规则 …… 群众的社会生活受到社会权威的调

节”［３０］３９－４０。费正清也说：“实际上，皇帝任命的任何
县官 只 有 获 得 当 地 士 绅 的 合 作 才 能 进 行 治

理。”［３１］３７－３８可见，在国家政权对基层社会控制相对
薄弱的情况下，乡绅便充当了王权政治与乡民伦理
之间联系的重要角色，为维系乡土社会的稳定和发
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在涉及到祭孔文
化上，底层乡绅有着更强势的“取”与“舍”特权，不仅
能够按照政权需要把持着乡土民间祭祀，更能依照
地方需要实现祭孔活动的变更，有着明显的自治能
力。

孔子本身就是政治与伦理的象征，而民间祭孔
活动便成为民众伦理归训与文化需求的展现。清初
统治者以“夷狄”身份入主中原，一个最突兀的问题
是如何融入到儒家正统文化中，以实现政治统治的
合法性与稳定性。所以立政先要正名，清初三帝不
仅亲自参加国家祭孔大典，还将民间祭孔放权给汉
族乡绅。毕竟，乡绅阶层是通过学校或科举制度而
产生的特殊阶层，能够对民众的祭孔活动起到引导
的作用，并有效地控制乡野风俗教化、伦理、祭祀、宗
族等一切社会职能与权力；同时，乡绅为了提高声
誉，扩大势力和影响，他们主动承担乡野中的公共事
业，尤其是孔庙祀堂的建立维护工作。所以，由官方
举行的祭孔活动“只有乡绅身份者才能参加文庙的
官方典礼”［３２］３２，可以说，康乾盛世的稳定局面，离不
开地方乡绅的“默默付出”，他们以“取”的姿态，坚持
中央政府的祭孔律令，平和着乡里民众的圣贤信仰
与价值观念，以祭孔活动加强传统儒家社会的凝聚
力。正因为地方乡绅的这种努力，此时期才会迫使
西方传教士的妥协传教，以“补儒、融儒”的方式进行
传教。

但到乾隆后期，随着国势的变动，国家的实权统
治与乡绅的实势掌握有着明显的变化：国家对基层
社会的控制力逐渐削弱，而乡绅在底层社会的作用
却不断加强。鸦片战争后，清末地方自治思潮逐渐
涌动，林则徐、魏源、徐继畲以及后期郑观应、王韬等
人，在西化思想的影响下，极为重视地方乡绅自治，

这带来了乡绅权限的相对扩大，促使了乡绅能够按
照乡俗需要自主有效地组织祭孔活动。这种情况在
动荡的清末民初时期更为明显，毕竟，清末新政立宪
这个制度变革对乡绅产生了质变影响。如光绪三十
四年（１９０８），清政府发布上谕：“地方自治为立宪之
根本，城镇乡又为自治之初基”，为实现自治，责令
“各省督抚，督饬所属地方官，选择正绅，迅即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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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３３］７５０，这实际上说明了立宪之下清政府对地方
自治的支持。当然，在地方自治的范围内，“皇权”与
“绅权”对祭孔活动控制与反控制的较量，并不仅仅
是皇权向乡绅妥协这种表面上简单形式的变化，其
背后蕴含着更为丰富复杂的内容。“三千年未有之
大变”的浩荡时局，并没有引发大范围的暴乱与斗
争③，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乡绅的保守性，即乡绅
对中央权力的反控制目的并不是拒绝被统治，而是
为了稳定乡土社会以实现自身的伦理统治目的。所
以，带着对这种乡绅自治的自信，康、梁等维新人士
更是对乡绅掌控下的祭孔活动充满乐观，他们积极
发动地方乡绅，以“保教”为宗旨筹建了各种组织社
团，而这恰恰成了当时孔教会运动能够兴起的社会
土壤。

乡绅的这种“取”与“舍”策略在民国时期表现的
更为明显。尽管科举制度的废除以及现代教育体制
的推广对中国传统私塾造成了一定才冲击，但在相
当时期内私塾教育仍是广大乡村的主要教育形式。

所以，当时的现代教育方针中提出读经有悖于现代
民主思想传播，必须予以废除的内容时，不可避免地
受到了社会各界传统势力的反抗，尤其是来自民间
底层的乡绅群体。因为乡绅与私塾教育有着非常密
切的关系④，而且私塾也是民间教育界祭拜孔子最
虔诚的圣地所在，入私塾的童子必先祭拜孔子。对
于这一点，从私塾教育走出来的作家学者们的记录
中可见一斑。鲁迅的散文就曾记录了他在私塾学习
生活的场景，“没有孔子牌位，我们便对着那匾和鹿
行礼。第一算是拜孔子，第二算是拜先生。”［３４］２８９钱
穆也曾有此经历，他小时候入私塾上学，总是由“先
父挈余往，先瞻拜至圣先师像……”［３５］１９历史学家蔡
尚思也回忆说：“我们入私塾读书，已经是民国初年，
还要一个一个被迫在一张大红纸上写的‘大成至圣
先师孔夫子神位’面前三跪九叩头。……当时在我
们小山县城的神庙中有一座孔庙，也超过其他各大
宗教的庙宇，每年丁祭，都有香火、祭物、拜跪等仪
式。只有士人代表才能参加，也才有资格分得祭后
的一块冷猪肉。”［３６］可以说，仅凭一张纸令来中断承
传几千年的传统教育习俗，必然摆脱不了受阻碍的
命运。而在这种征服与抗拒的互动过程中，乡绅依
旧能够凭借自身的主动权控制民间的祭孔活动，当
时各地乡绅纷纷组建孔教组织，祭孔宣教，如“上海
有孔教会、北京有孔社、济南有孔道会、太原有宗圣
会、扬 州 有 尊 孔 释 道 会，青 岛 有 尊 孔 文 社 等

等”［３７］５３４。到１９２８年，时任南京政府大学院院长的
蔡元培颁布《废除春秋祀孔典礼》令，认为祭孔活动
是为了笼络士绅，与现代思想自由原则相悖谬，应一
律废止。这是民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官方态度公开宣
布废除“丁日祭孔”的命令，但却招来社会各界，尤其
是乡绅的强烈反应，行政院只好将每年夏历８月２７
日作为孔子诞辰纪念日，以此缓解来自民间乡绅的
不满。但实际上响应者甚少，举行活动的更少。可
以说“在１９３４年以前，孔子诞辰纪念活动以民间祭
祀为主”［３８］８。而乡绅则自动地“舍”去现代教育理
念中废除“祭孔读经”的指令，以“取”传统祭孔文化
的心态继续在乡野私塾中传承着儒家文化。
乡绅的“取”与“舍”行径还表现为一种激烈的

“破坏”性。换句话说，乡绅组织的祭孔活动往往看
重的是民众对孔子的情感缅怀以及对“学而优则仕”

的认可。因此，他们不允许存在亵渎孔子的行
为———甚至对孔子圣像破坏的行径出现。但清末民
初却是一个新旧杂糅的时期，在新思潮的感召下又
会有诸多地方政府实施反祭孔、破文庙、废孔学等政
治行为，这必然引起了人们的不满甚至上升为暴动
冲突。如四川省教育分司程昌祺“妄将渝城巴县文
庙拆毁，住地人民大动公愤，除电都督外，并请教育
部教育司重惩程昌祺，以释众怒”［３９］。山西省大宁
县有破坏孔子圣像的官员，受到了全体乡绅民众的
干涉，最终重新树立祭悼孔子的牌位与圣像，人心才
得以安稳［４０］９。当然，这种抗争属于阶级内部的分
歧，也是现代民主文化与传统儒家文化的对峙，但在
民国初建时期，政府的“尝试性”政策往往能够让步
民间乡绅的“请愿”抗争。从另一角度来看，乡土中
国人信仰体系中最直接的目的就是他们生活起居，
这是关系到他们的生存意义的头等大事。这正如李
提摩太回忆在中国的传教时所说，民众“若想求得
雨，最好抛弃死的偶像，追求活的上帝，向上帝祷告，

按照他的戒律和要求生活。”这种传教宣传的内容促
使“当地老人组成的民众代表们便来到旅馆（李提摩
太起居地，引注），跪下来哀求我告诉他们如何侍奉
上帝，如何向活的神明祷告”［４１］７９。这种情况是西方
传教士深入农村进行传教的一种普泛化体现，而否
定中国人信仰的意义与价值，污蔑乡土民众的祭孔
伦理风俗，公然对民间“信仰资源”进行掠夺等内容
在极大程度上点燃了恪守古训的传统乡绅的怒火，

因此也就引发了诸多由当地乡绅领导的“反洋教”案
件。而且，在这场中西信仰文化的较量中，乡绅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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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极为复杂的矛盾体存在：他们既有反对西方基
督信仰、维护中国儒家孔教的民族特性；又作为封建
卫道者形象出现，有着特定的阶级性；同时还是乡土
中国中的特殊阶层，有着较明显的自治性。这三种
矛盾特性在开展祭孔活动、树立儒学权威以反洋教
上，却达到了不容质疑的统一，成为乡绅“祭孔反洋
教”的坚定信念与不竭动力。
四、结论
总之，祭孔活动不仅是政教统一的体现，更融入

到了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近代中国“在传统
与现代之间”的时、空交融过程中，对祭孔活动也就
产生了“穷则变”的符码暗示。传统士大夫断然不甘
心与传统“割袍断义”，其对祭孔活动的努力与种种
尝试便是一种求新求变的表现；同时，西方传教士在
面对腐朽但却庞大的封建帝国时，也往往会采取灵
活的进退策略宣扬基督文化，以此实现破除儒家信
仰最关键的因素———让民众放弃对孔子的敬祭心
理；再者，传统乡绅在这种交锋中更显出了几千年中
国儒家文化的生生不息，他们的面对祭孔活动的取
舍，不仅掌控了权力之间的交叠，更保证了中西文化
对抗中的互融相通。

注释：

① 耶稣会于１５３５年８月由西班牙贵族罗耀拉（Ｉｇｕａｅｉｏ　ｄｅ

Ｌｏｙｏｌａ）创办，崇尚理性与知识。因此，在早期中国传教

走的是上层传教和知识传教的路线，由耶稣会会士来完

成，代表人物有利玛窦、熊三拔、汤若望、南怀仁、郎世宁

等。该教会讲究传教的深层本土化，在尊重中国祭祖、祭

孔等儒家礼仪活动基础上传播西方教义，将佛、道两家的

庙宇活动看作是迷信、异端，而儒家的“祀孔祭祖”活动看

作是非宗教性的家族宗法活动，即所谓的“礼儒易佛”或

“补儒易佛”策略。但这种宽容的传教做法不仅引发了耶

稣会内部人员的争论，如耶稣会士龙华民就极力反对这

种做法，难以容忍中国教徒祀孔祭祖，因此也被称为“引

发中国礼仪问题之争第一人”；同时，宽容传教做法也受

到有着神学传教传统的其它教会如多明我会、方济各会、

奥斯定会等会派反对，形成了西方内部之间的不同意见。

参阅《中西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第一章：《中西

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变》，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

１５－２９页。

② 严格来说，“乡绅”没有一个准确性的概念，本文所指“乡

绅”特意在“乡”中之绅，是与中央政府相对的、在民间有

功名、有名望的人的统称，在他们身上有着共同特征就是

具有传统的民本思想，能够影响并决定地区民众的精神

文化内容，祭孔活动便是其中一种。

③ 清朝最大的内部动荡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但

这场动乱残酷地压制知识分子、破坏孔圣像、烧毁孔孟之

书、摧毁孔庙，产生了很强的破坏传统体制的社会效应。

所以，它几乎得不到地方乡绅的支持，反而有很多乡绅组

织民众（团练）抵制太平天国北伐。

④ 对于这一说法可参见蒋纯焦：《一个基层的消失———晚清

以降塾师研究》（华东师范大学２００６届博士论文第５４
页）分析，在蒋纯焦的论证史料中，江苏无锡、金匮两县绅

士的自传集表明，他们之中大约２／３是从事私塾职业。

而且张仲礼在《中国绅士的收入》（上海社会科学学院出

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９７－９８页）中也详细分析了１９世纪江

苏江阴侯氏２７位绅士的职业和收入来源，发现教学乃是

绅士的主要职业和收入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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